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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間州郡治所的選擇： 

以河北政區為例 

王德權 

北魏中期開始，以迄隋唐，政區與治所展開長期調整的趨

勢，其間依稀可見一個不變的主軸，即國家通過對地域社會的整

編，深化其控制。此期政區安排與治所選擇，一定程度上是以這

個目標進行由上而下的調整。在這個過程裡，早先基於軍事目的

而存在的要塞型城巿，因軍事化程度逐漸降低，面臨調整的需

要。一部分要塞型城巿仍能憑藉其地理與經濟流通的位置，成功

轉型為行政城巿；另一部分要塞型城巿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上

述轉變始於北魏孝文帝改鎮為州(或郡)，中經北齊調整，至周隋

平定山東後展開大規模制置，不斷在政治空間結構上進行點和面

的重新組合。至隋煬帝大業時期，除了仍處於開發狀態的東部濱

海與北部幽州地區外，河北地區大抵已建立穩定的政治空間體

系，唐承隋，河北的行政城巿網絡大體底定。隋及唐前期奠定的

行政城巿網絡，成為容納唐宋間地域社會經濟拓展的空間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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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北魏景明元(500)年，華州刺史元燮上表奏請遷移州治，《魏書》卷 19

下〈安定王休附子燮傳〉： 

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

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及改鎮立郡，依岳

立州，因籍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

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惟西蕃

奧府。今州之所在，豈唯非舊？乃至居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

勞，往還數里；譐誻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渭，包原澤，

井淺池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

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為己，不以為勞。 (底線為筆者所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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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潤堡原是北魏征服關中後設置的軍鎮，藉以鎮壓當地羌族；2至孝

文帝遷都洛陽前後，開始在部分地區實施改鎮為州、郡，李潤堡當是在此

背景下改置為郡。其後，又在北魏末六鎮之亂前後，升為州治。 3據傳

文，選擇李潤堡為州治的理由是該堡的「倉府」之資，即北魏前期李潤堡

支配當地社會時蓄積的軍資。至於李潤堡的地理形勢，「依岳立州」說明

該堡位居山區，緣山設治，不難想見其濃厚的軍事性質。但升級為州後，

因腹地狹小，以至治所之人「居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

里。」一幅居高臨下的軍事城堡圖像。地勢險峻有利防守，但升為州治

後，交通不便，不利於日常例行化的統治。因此，刺史元燮提議遷移治

所，獲得朝廷同意，華州州治移治馮翊舊城。 

                                                      
  

1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9下，〈安定王休附子燮傳〉，頁518。 

  
2
  馬長壽考證李潤堡的具體位置，指出將治所設於李潤堡的目的是鎮壓當地西羌豪右

大族，參見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北京：中華書局，1985)，

頁42-46。 

  
3
  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

下冊，收入《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頁77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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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條認識州治遷移的好材料是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34)仙州存廢的朝

議，河南道仙州號為難治，以致頻喪長史，玄宗遂命朝臣議其存廢。中書

侍郎崔沔認為不應裁廢，建議遷移州治，以收統治之效。《唐會要》卷 70

〈河南道〉「曹州」條載： 

中書侍郎崔沔議曰：「仙州四面，去餘州界雖近，若據州而言則元

遠。土地饒沃，戶口稀疏，逃亡所歸，頗成淵藪。舊多劫盜，兼有

宿寇。所以往年患之，置州鎮壓。今興役幾年，主司粗定，累年成

規，一朝廢省，前功盡棄，後弊方深。今廢州則生患，置州則稱

煩，所以武德已來，迭為廢置，足明利害不專一途。至於田疇勞

損，即與許蔡何殊。……州以鎮俗，官以利人，所在皆然。……州

東新置舞陽縣，……又南接白羊川口，村聚幽僻，妖訛宿肖，此為

根柢，自置縣來，十減七八。今若移州鎮之，亦可杜絕，其仙州望

且未廢，至今年十月移向舞陽置，仍為緊州。……」至(開元)二十

六年十月三日廢(仙州)。(底線為筆者所加)
4
 

  文中「置州鎮壓」、「州以鎮俗」等辭彙的制度史意義，筆者已另文

略抒己見，茲不贅述。5與本文主題有關的是「仙州四面，去餘州界雖近，

若據州而言則元遠。」仙州州治的位置距離鄰近諸州較近，但對所轄諸縣

來說，卻位處偏遠。換言之，仙州治所不在轄區的地理中心，而有偏置的

現象。因此，崔沔主張暫時不廢仙州，但為強化統治，建議將州治向東遷

移至舞陽縣。 

  崔沔仙州議或許是只是個案，但其議論隱含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即

地域社會內部的政治中心(州、郡治所)與地理中心，應保持某種空間上的合

理聯繫。若州治與轄縣距離遙遠，將不利行政管理與控制。其次，崔沔建

議遷移州治至舞陽縣，理由是仙州治安情況不佳，「舊多劫盜，兼有宿

寇。」尤其是舞陽縣附近，「村聚幽僻，妖訛宿肖。」6若將州治遷至舞陽

                                                      
  

4
  《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70，〈河南道〉，「曹州」條，頁

1482-1483。 

  
5
  王德權，〈「廢郡存州」的再檢討〉，《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0期(臺北，2003.05)，

頁55-91。 

  
6
  關於仙州及其附近地域社會不安定現象及其歷史根源，迄今尚未有完整而深入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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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除了調整地域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外，選擇治安不穩定的地區為州

治，將可運用州治的政治力量進行監控，以收穩定秩序之效。 

  李潤堡與仙州個案分別從不同角度，說明州(郡)治所的選擇及其變動

的原因，二例相同處是州治選擇應符合維持地域社會秩序的目的，唯李潤

堡之例侷限在州治本身，仙州之例更旁及治所與政區空間結構的關聯。茲

據二例，歸納本文討論州(郡)治選擇的三項假設：一、選擇最迫切解決治

安或軍事需求的地區設置州治，以收鎮壓、安定地域社會之效。在北朝前

期的軍事化脈絡下，州治選擇須符合其軍事需要，李潤堡即屬此例；二、

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動時，如，國家統治政策轉變、外部軍事化程度降低

等，將導致州郡治所的重新選擇；三、地域政治中心與地理中心應保持一

定程度的關聯，以符合統治的需求。本文將以這三項假說為指標，檢討漢

唐間分裂期河北地域之州郡治所的選擇、延續與移動，並分析其歷史意

義。 

  州郡治所通常是擁有城牆等防衛設施的大型聚落，一般多歸類為城市

史研究的範疇。城巿史研究者多強調古代中國城市具有濃厚的行政與政治

特質，尤其是漢唐間的城市。 7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批評斯沃柏格

(Gideon Sjoburg)「傳統城市—政治」、「近代城市—經濟」觀點，過於強調

傳統與現代的差異，認為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城市，都是「資源集裝器」

(container of resource)，同時也是「權力集裝器」(container of power)。8一個城

市的興起與成長，同時包含「資源」(經濟性)與「權力」(政治性)兩方面的資

源集中。吉登斯力圖彌合傳統與現代的裂痕，將現代社會置於廣泛的歷史

脈絡下加以掌握。就這方面來說，吉氏觀點有助於拓展城市史研究的視

野。但在理解古代中國、尤其是漢唐間城市課題時，吉登斯的觀點是否適

用、或者在什麼條件下適用？任何城市的出現，誠然須擁有賴以建立與維

                                                                                                                         
討，陳奕亨曾作若干初步探討，參見陳奕亨，〈唐代忠武軍研究〉(嘉義：國立中正

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7
  斯波義信，〈都市化の社会経済環境〉，收入橋本萬太郎編，《漢民族と中国社会》

(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民族の世界史》第5冊，頁179-188。 

  
8
  斯沃柏格(Gideon Sjoburg)，The Preindustrial Cit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60)；

吉登斯(Antony Giddens)，〈傳統國家中的城巿與鄉村〉，收入吉登斯著，胡宗澤、

趙力清譯，《民族—國家與暴力》(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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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生存的物質資源，這意味著一定程度的(經濟)資源集中。然而，若進一

步思考，物質資源的集中是在什麼脈絡下進行的？吉登斯只是並列地呈現

城市擁有「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機制，未深論不同文明或地域(經濟)

之資源集中方式不一，不同文明的城市體系可能有不同的發展路徑。 

  近人多循著西方文明的模式，認為資源集中的途徑來自巿場經濟下的

交換，忽略政治性之資源積累的可能性。在此不由令人聯想起張光直有關

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的觀點，張先生認為古代中國國家的形成，非如恩格斯

所言發生在雅典之類生產力變遷、貿易環境與階級分化的背景，而是通過

政治性的積累，達成資源在數量上的集中，階層化的聚落體系即其中一項

特徵。9循著張先生的論點，筆者進一步提出，古代中國政治體系的摶

成，表現為一個核心權力在其內部凝聚、實力集中的前提下，通過軍事征

伐，佔領廣大地區，建立以城市為中心的據點。一方面以城巿作為軍事鎮

壓與政治統治的根據地，另一方面，以軍事武力為後盾，對征服區域進行

物力、人力的徵調。最後，建立組織與制度，將軍事支配例行化為日常統

治。套用傳統政治術語，這個以城巿為節點的空間支配，就是通過城市控

制農村的「以國經野」。10在這個脈絡下，物質資源的集中，不是巿場經濟

結構自主運作的結果，而是通過政治(權力)集中的衍生物。在這個過程

裡，生產物質資源的社會居於被動的地位，政治體系的組織與管理才是資

源集中的主導力量。當權力支配相對穩定後，藉著進一步的組織或制度安

排，塑造符合權力運作所需物質資源的環境，擴大資源汲取的範圍與深

度，古代中國城市濃厚的「行政與政治」特質即源於此。就此而論，探討

古代中國城巿體系，吉登斯「資源」與「權力」的論點不宜視為並列的概

念，宜置於「以政治領導經濟」、「國家整合社會」的脈絡下，視其為政

                                                      
  

9
  張光直，〈從商周青銅器談文明與國家的起源〉，原刊於廈門大學人類學系編，《人

類學論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第1輯，後收入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

(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480-483。 

 
10

  筆者的觀點，參見王德權，〈古代中國體系的摶成─關於許倬雲先生「中國體系

網絡分析」的討論〉，《新史學》，第14卷第1期(臺北，2003.03)，頁143-201。侯

外廬強調古代中國統治結構裡城巿的特殊性，指出古代中國「城巿與農村間特殊的

統一」這項特徵。參見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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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權力脈絡下的資源集中，始能作出契合中國史進程的解釋。 

  在漢唐間城市體系變遷的實證研究方面，宮崎市定〈六朝時代華北の

都市〉指出：漢唐間的城市型態，從原本漢代兼具農業的「農業型城巿」，

轉變成為五胡北朝時期以消費為主的「政治(軍事)與行政型城市」，轉變的

關鍵是五胡北朝的胡族統治。11胡族政權通過軍事手段，控制漢地，形成以

城巿為中心的軍事佔領，從城巿周邊的農村汲取資源，這種「城內人—城

外人」的支配形式是五胡北魏時期城巿結構的特點。其後，谷川道雄延續

宮崎氏觀點，發展出「北朝城民支配論」。12唐長孺也有一系列以北朝城民

為主題的論述，其中以〈北魏的青齊土民〉最具代表性。13上述諸文大抵強

調，五胡北朝時期通過城市控制農村的統治特徵，在此統治結構下，一方

面顯示胡族政權通過城巿進行軍事控制，另一方面反映胡族政權統治廣大

農村的侷限。以北魏孝文帝遷洛為起點，北朝後期逐漸展開國家結構的重

整，原本以軍事為主軸的統治型態，隨著統治集團與漢地豪右大姓間的權

力交換(胡漢聯合統治—三長‧均田)，逐漸發生變化。表現在地方行政方

面，原本以軍事為主軸建立的政區、治所開始出現變化。上述李潤堡之類

                                                      
 

11
  宮崎市定，〈六朝時代華北の都市〉，《東洋史研究》，第20巻第2号(京都，1961.09)，

頁53-74。戰後日本熱烈進行中國史分期論戰，宮崎氏漢唐間城巿型態變遷的論點，

為京都學派提供重要論據。然而，宮崎氏指摘的城巿形態的變化或許是個實存現

象，但其意義只是局部的、特殊的歷史現象。若將觀察角度放大至「城巿與國家體

系構成」的整體立場上，那麼，五胡北朝時期胡族政權以城巿為中心的支配體制，

其實與古代中國國家支配模式有其共通之處。差別是五胡北朝政權內部結構的穩定

度低，無法達成以城巿為中心對廣大農村的全面支配。從這個角度而言，北魏孝文

帝的變革之意義正是上接中國傳統支配模式的作法，相對地，也說明城民支配屬於

是局部的個別現象。唯有將胡族支配的形式結合中國傳統支配結構，北朝政治纔出

現轉化與穩定的契機。至於北朝後期以迄隋唐時期國家結構的進展，一定程度上可

視為「城巿對農村支配結構的深化」。 

 
12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論》(東京：筑摩書房，1969)、谷川道雄，〈六朝時

代における都市と農村の分化に関する一試論〉，收入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国の

都市と農村》(東京：汲古書院，1992)。此文由牟發松中譯，〈六朝時代城巿與農

村的對立關係─從山東貴族的居住地問題入手〉，刊載於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晉南

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第15輯，頁1-18。 

 
13

  唐長孺，〈北魏的青齊土民〉，收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

書局，1983)，頁9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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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塞型城市，漸次面臨改變。當此國家結構重整之際，軍事城堡性質的城

市發生哪些值得注意的變化？是遭到廢棄，如李潤堡之例，抑或轉化成為

具有一般行政性質的政治中心？ 

  五胡北朝時期軍事化環境對城巿結構的影響，劉淑芬作了深入分析。
14其考察偏重城市本身防衛設施及其變遷，城巿的軍事職能，除了表現為

城市本身防衛設施外，具備完善防衛能力的城市，通常必須建立在一定的

地理條件上。在不利防衛的地點建立城市，即使運用人為的方式，如，築

城與駐軍，終究難以發揮防衛機能。其次，原本以軍事支配為主要機能的

要塞型城市，隨著外部的軍事化環境或國家政策的變化，相應地發生轉

變，多表現為城市位址的再確認，或重新選擇，或留居原地，或遷移他

處。因此，有必要在微觀之城巿分析的基礎上，從區域地理的角度檢討城

巿位址的選擇，以期掌握漢唐間州郡治所的變遷趨勢。 

  漢、唐分裂期州郡治所的選址，優先體現在軍事職能，城巿體系的特

徵及其變遷、州郡政區的建置和調整，皆與當時濃厚的軍事環境、政治過

程息息相關。筆者曾指出：從北魏的州鎮支配，中經北齊文宣帝以郡為主

的政區裁併、北周武帝剝除郡的軍事職能，至隋文帝開皇三年「廢郡存

州」，完全排除漢代以來的郡級政區。漢唐間州郡政區的變動，與軍事結

構的調整相伴而行，形成以州為中心的地域社會控制，15影響州郡治所選

擇的因素，不外交通位置、空間合理性以及軍事(秩序控制)的需求，其中，

具軍事機能的位址往往與交通線密切相關。 

  基於研究之「可操作性」的考量，本文討論的「河北政區」是以唐玄

宗天寶政區為基準。就實證研究的可行性而言，東漢黃河改道是形塑日後

魏晉河北政區的重要因素，東漢黃河改道後，歷經了八百年的安流。唐代

以前河北政區位於黃河以北的地理形勢，大抵相對穩定。因此，本文選擇

玄宗天寶河北政區，作為貫時考察漢唐間政區變動的對象。在論述架構

上，州郡治所屬於「點」的考察，須置於「面」(政區)的空間脈絡下，始能

掌握其意涵。基於此，本文分別從州郡政區之演變及其地理分析、州郡治

                                                      
 

14
  劉淑芬，《六朝的城巿與社會》(臺北：學生書局，1992)。 

 
15

  王德權，〈「廢郡存州」的再檢討〉，頁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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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延續、軍事化脈絡下州郡治所的選擇及其轉化等方面，檢討漢唐七百

年間河北地區州郡治所與政治空間的變遷。 

二、 州郡政區演變的趨勢 

  探討州郡治所變遷前，先概略說明漢唐間河北州郡政區的變動過程及

其地理趨勢，作為後續討論的背景。 

(一) 州郡政區的變動過程 

1.北魏時期 

  魏晉承襲兩漢，河北地區置幽、冀二州。五胡時期，戰亂頻仍，因襲

未改。河北州級政區建置出現變化，與北魏前期的統治結構有關。北魏以

平城為中心，逐步征服中原，河北成為平城核心區的腹地，為了有效控制

河北，於是置定州於太行山南北大道中段的慕容氏舊都中山城，並駐紮重

兵，作為平城東下河北平原、南下太行山東麓的前進據點。又，置相州於

河北政治中心的鄴城，相州首度脫離洛陽，成為獨立政區。16以定、相二

州為中心，向北、向東聯繫河北北部幽州與中部冀州。隨著北魏統治的深

化，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又置瀛州，治趙都軍城。瀛州位在冀州(信都)

北出幽州的要道上，瀛州的設置，顯示北魏強化控制河北中部的企圖。目

前雖無直接材料說明其原委，但從北魏進入河北後的地方反叛事件看來，

可見其端倪。17北魏入主河北後遭遇兩方面的武力抵抗，一是太行山兩側

丁零與屠各族，18二是河北中部群盜。群盜事件發生的地點，包括：清河

                                                      
 

16
  關於平城核心區與定、相二州的設置，日本學者前田正名已有詳盡討論，本文從

略。參見前田正名著，李憑等譯，《平城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書目文獻出版

社，1994)，第四章，頁115-248。 

 
17

  相關資料，參見魏收，《魏書》，卷29，〈奚斤傳〉；卷15，〈常山王遵傳〉；卷4

上，〈世祖太武帝紀〉；卷5，〈高宗文成帝紀〉。 

 
18

  魏收，《魏書》，卷51，〈韓均傳〉，頁1128-1129：「(均)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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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河間鄚縣、博陵郡深澤縣、章武郡束州縣、勃海郡。其中，除清河郡

位在冀州以南，其餘諸郡都分布在以河間為中心的附近地區，這個地理集

中的現象殊值玩味。19以河間郡為中心的武力反叛，實質挑戰北魏對此區

域的控制。因此，北魏在此區設置魯口鎮，又記載派遣元遵鎮守渤海合口

(〈魏書‧元遵傳〉)，皆足以佐證上述推論。若再加上瀛州州治選擇趙都軍城

的特殊傾向(詳見本文第三節)，不難理解增置瀛州是出於強化控制河北中部

的目的。 

  六鎮之亂爆發前夕，肅宗熙平二年(517)，復割冀、瀛二州的東部地

區，增置滄州，治饒安。《魏書‧肅宗紀》未載此事，但至遲熙平二年十

月時，已出現滄州之名。至於設置滄州的原因，據《北史》卷 15〈元洪超

傳〉載： 

大乘賊亂之後，詔(元)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

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

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20
 

  置滄州意在穩定大乘教亂後的地方形勢，法慶領導大乘教亂，發動於

肅宗延昌四年(515)六月，「沙門法慶聚眾反於冀州，殺阜城令，自號大乘。」
21同年九月，征北將軍元遙斬法慶。一年多後，熙平二年正月，大乘餘黨

再起，「大乘餘賊復相聚結，攻瀛州，(瀛州)刺史宇文福討平之。」22為何

                                                                                                                         
本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有治稱。廣阿澤在

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

息，除本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為耳目，廣設方

略，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為業者，均皆誘慰追捕，

遠近震跼。」其他有關井陘、上黨丁零群盜之記事頗多，茲不贅舉。 

 
19

  以上資料雖未明言北魏前期地方反叛事件的性質與群盜的社會屬性，但揆諸當時形

勢，不無可能是出於地方豪右的抵抗，而非一般農民因生計而產生的社會叛亂。按

魏收，《魏書》，卷24，〈崔玄伯傳〉，頁622，載：「太宗(明元帝，409-423)以郡

國豪右，大為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

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傳文「盜賊並起」顯然

與郡國豪右有關，時間上也與上述資料接近。關於這一點，仍待深入探討。 

 
20

  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5，〈元洪超傳〉，頁578。 

 
21

  魏收，《魏書》，卷9，〈肅宗紀〉，頁222。 

 
22

  大乘教亂是觀察河北地域社會變遷的重大事件，歷來研究多側重宗教層面的考察。

北魏出於軍事控制的目的，增置瀛州於河間，但瀛、冀二州東部濱海地區的社會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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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乘教亂發生後，割瀛、冀二州東部濱海地區設置滄州？是否表示教亂

與冀、瀛二州東部地區的政治社會形勢有關？因此在二度平亂後另置新

州，以強化對東部濱海地區的控制？〈元洪超傳〉提到「負海險遠」、「鎮

遏海曲」等語，即反映此一現象。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李璧墓誌〉

載： 

君諱璧，字元和，勃海條縣廣樂鄉吉遷里人也。……妖賊大乘，勢

連海右；州牧蕭王，心危懸旆，聞君在邦，人情敬忌，召兼撫軍府

長史，加鎮遠將軍、東道別將，眾裁一旅，破賊千群，漳東妖醜，

望旗鳥散。23
 

  蕭王即大乘亂起時擔任冀州刺史的蕭寶寅，誌文提到與教亂有關的地

名，如「海右」、「漳東」，都是指東部濱海地區，說明大乘教亂與冀、

瀛二州東部濱海地區的社會形勢有關，因此置州鎮壓。滄州州治選擇在位

居渤海郡東部的饒安，當與此形勢有關。一般而言，州治具有強大的軍事

控御機能，暗示饒安附近的社會情勢可能最為嚴重。 

  殷州也是因應叛亂形勢而增置，正光五年(524)六鎮之亂爆發，次年(孝

昌元年)流移至河北的六鎮降戶，以杜洛周為首發生動亂，孝昌二年(526)正

月，鮮于脩禮反於定州，九月葛榮自號天子，十一月杜洛周攻陷幽州，河

北形勢岌岌可危。朝廷為此分割定、相二州四郡之地，增置殷州，治廣

                                                                                                                         
序不久後仍出現不安定的傾向，著名的大乘教亂正是發生在冀、瀛二州，而第二次

教亂的軍事目標則為瀛州城。北朝隋唐時期經常出現以彌勒信仰為主的教亂或妖

匪，唯此類變亂並不易確認其主導者的社會屬性，此類叛亂常採取「否定現在支配」

的形式，與一般的豪右劫盜或叛亂型態有所不同。由動亂的本質推論，此類叛亂即

使與豪右有關，也不宜視為單純的豪右叛亂，而與地域社會一般農民有著某程度的

關聯。曾有學者指出北魏大乘教亂中的要角為渤海李歸伯，而強調大乘教亂與地方

豪右的關聯，這種看法或許有其史料上的依據，但若衡之北魏孝文帝以降政權結構

的變遷，這種觀點仍有未洽，加上此次動亂「除去舊魔」的口號，又表現慘烈的殺

戮行為，不似一般豪右叛亂所追求的權力分配目標，仍有深入探討這類叛亂發生時

間與分布地域的必要。此外，隋末大亂的竇建德集團亦起於河間附近，自北魏至隋

末，河間地區斷斷續續表現出潛在的動亂特徵，值得進行長時段的考察。有關北魏

彌勒信仰與大乘教亂的討論，著重教義層面的考察，此不具引，可參考唐長孺，

〈北朝的彌勒信仰及其衰落〉，收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196-207；

三石善吉，〈大乘起義—佛教的千年王國〉，收入三石善吉著，李遇玫譯，《中

國的千年王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頁57-103。 

 
23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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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首任刺史為崔楷，以期穩定局勢，阻止叛亂向南蔓延。《魏書》卷 56

〈崔楷傳〉： 

(崔)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

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天長

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趑趣北界；鄴下兇燼，蠶噬腹心。兩

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州既新立，了無

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強弱勢懸，……力竭城陷，楷

執節不屈，賊遂害之。24
 

  殷州即後來隋唐時期的趙州，地當太行山東麓南北大道的中間點，為

東向聯絡冀、瀛的交通孔道，即傳文所謂「四衝」之地。北魏前期大陸澤

周邊盜賊已相當嚴重，主要是內遷的屠各、丁零等胡族系移民，以太行山

區與廣阿澤為據點，威脅南北大道，傳文「仍聚姦宄，桴鼓時聞」即指此

而言。北魏為此置廣阿鎮，專責遏止群盜。25其後改鎮為郡，置南趙郡。

至河北六鎮流民叛亂後，增置殷州，治廣阿，以阻止六鎮勢力南下，廣阿

鎮即後來殷州的前身。 

  綜上所述，北魏入主河北後析置諸州，多出於軍事或鎮壓地域社會的

考量，形成以州、鎮支配郡縣的狀態，這是北魏控御地域社會的主要形

式。 

2.魏末北齊 

  北魏末，六鎮之亂擴及河北，幽、定、相、瀛、冀諸州相繼為葛榮所

破，各地住民受戰亂影響，往南移動，先後成立房州、南營州、南冀州等

類似僑置(但有實土)的新州。至東魏、北齊情勢恢復穩定，先後裁併這三

州，但六鎮之亂前後增置的滄、殷二州獲得保留。 

  高歡崛起於魏末大亂之際，單以部分六鎮流民集團的實力，終究不足

以獨支大局，須仰賴河北大族的支持。其後，文宣帝大刀闊斧裁併政區，

                                                      
 

24
  魏收，《魏書》，卷56，〈崔楷傳〉，頁1256。 

 
25

  魏收，《魏書》，卷51，〈韓均傳〉，頁1128-1129：「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

界，土廣民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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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地區只見縣治省併，幾未觸及州、郡政區，當與此政治結構有關。大

體上，北齊治下的河北州郡，一仍北魏末年未有更動。 

3.周隋時期 

  河北州郡政區大幅更張是周隋政權調整的結果，周隋以關隴武力為核

心，征服東方，採取由上而下的制度建構，重整帝國。一方面分割相州政

區，尤其是尉遲迥之叛後，北周二度平齊，摧毀鄴都，終結了魏晉以來以

鄴都為象徵的偏霸格局。另一方面，北周不再與東方大族進行權力交換，

而是在軍事征服的威勢下，採取赤裸裸的權力控制，割州置郡。河北政區

傳統格局為之丕變，塑造爾後隋唐時期河北政區的空間格局。26
 

  歸納本節的討論，河北州郡政區的析置，北魏前、後期雖有些許差

異，大抵皆是出於控制地域社會的目的，以因應潛在的叛亂形勢。北魏州

級政區執行鎮壓機能，所需武力不是來自地域社會本身的動員，而是來自

統治集團的胡族。州的增置成為北魏強化地方控制的重要指標，即前述崔

沔「置州鎮壓」之意。至周隋自西徂東，入主河北，在關隴集團武力的背

景下，採取由上而下的政區切割與重整，塑造了與兩漢不同的政區空間結

構。 

                                                      
 

26
  北周平齊後的制置，令狐德棻主編，《周書》，卷6，〈武帝紀下〉，頁105：「(北

周宣政元年春正月壬午)分相州廣平郡置洺州，清河郡置貝州，黎陽郡置黎州，汲

郡置衛州。分定州常山郡置恆州，分并州上黨郡置潞州。」北周末楊堅執政後，平

定尉遲迥之叛後的制置，包括分割相州東部地區，增置毛、魏二州，摧毀鄴都，遷

移相州治所安陽等。關於鄴都與北朝政治的關係，參考勞榦，〈北朝後期的重要都

邑與北魏政治的關係〉，《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1960)上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4種，頁

229-269；高敏，〈略論鄴城的歷史地位與封建割據的關係〉，《中州學刊》，1989

年第3期(河南，1989)，頁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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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州郡政區演變的地理分析 

(一) 太行山東麓政區 

  南北走向的太行山，溝通太行山兩側的孔道以及聯繫太行山東麓沖積

扇的南北大道，成為塑造本區政區結構的主要地理因素。其後，隨著河北

中部漸次開發，向東聯繫的孔道益形重要，影響此期政區與治所的安排。 

  溝通太行山兩側的交通孔道，即著名的太行八陘，《太平寰宇記》卷

53「懷州河內縣」條引《述征記》曰： 

太行山首始於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連亙十二州之界。有八

陘：第一軹關陘，今屬河南府濟源縣，在縣理西十一里；第二太行

陘，第三白陘，此兩陘今在河內；第四滏口陘，對鄴西。第五井

陘，第六飛狐陘，一名望都關。第七蒲陰陘，此三陘在中山；第八

軍都陘，在幽州。27
 

  太行八陘的出口，由南而北包括：河內、鄴縣、中山與薊縣等四個重

要城市，凡出口處及其延伸交通線上的要衝必置重鎮，尤其是在由西向東

控制河北平原時，這方面的考量尤其明顯。 

  隋唐時期，河北政區已形成以南北大道為軸，東西並列、相互平行的

空間格局，此格局大體上完成於隋煬帝大業三年，後為唐代所繼承。從空

間的角度觀察，形成此政區格局的關鍵是漢代鉅鹿郡逐漸北縮、乃至消失

的過程。漢代太行山東麓政區之空間特徵是：魏郡以北、中山郡以南的諸

郡，主要分布在 50 公尺等高線以西，諸郡之東形成一個以大陸澤為中

心、南北狹長的鉅鹿郡。東漢以後，隨著黃河改道，原本漫為九河、河沼

密布的河北地區，逐漸乾地化，鉅鹿郡開始向北退縮，最後歸於消失。鉅

鹿郡政區的北縮，其郡治也逐漸北移，從南方的鉅鹿，北移至癭陶，再北

移至下曲陽。隨著鉅鹿郡的北移與消失，原先太行山東麓諸郡的邊界逐漸

                                                      
 

27
  《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53，「懷州河內縣」條，引《述征記》，

頁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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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擴展，形成跨越 50 公尺等高線的南北縱列、相互平行的空間格局。 

  應如何理解漢唐間鉅鹿郡的北縮與消失的現象？筆者以為太行山東麓

州郡政區邊界向東拓展的趨勢，與該地區的縣治逐漸向東、向低平處移動

的趨勢一致。28這個過程不僅是政區空間格局的變動，同時也反映出太行

山東麓地區長期開發的結果，原本大陸澤周邊地區「地廣人稀，多寇盜」，

具有濃厚的隙地性質。29到了唐代，大陸澤周邊已在人為的開發進程下逐

漸成陸地。 

  隨著鉅鹿郡的逐漸北移、消失，導致太行山東麓政區的變遷，茲分述

如下： 

1.汲郡的成立 

  西晉以曹魏建立的河北中部水運網為基礎，30分割河內郡東北部，另

立汲郡政區；此地控制南北大道的南端與河北中部水運線的入口，此後一

直保持穩定延續的狀態。汲郡政區的主要變化是隸屬關係的改變，西晉隸

屬司州(洛陽)，五胡、北魏前期隸屬相州，至隋唐再建統一帝國，汲郡不

再隸屬相州政區而獨立。大體而言，汲郡隸屬關係的變化，與鄴都偏霸格

局直接相關。汲郡政區的另一個變化是治所的移動，北齊郡治由原先具軍

事城堡性質的枋頭城，移治汲縣，汲縣的位置較接近水陸交通的匯合點，

移治於此，有助展開例行化的政治控制。汲郡郡治的移動，反映北朝後期

軍事化環境逐漸改變，治所位置面臨重新選擇的需要。 

                                                      
 

28
  王德權，〈從「漢縣」到「唐縣」—三至八世紀河北縣治體系變動的考察〉，《唐

研究》，第5卷(北京，1999)，頁189以下。 

 
29

  許倬雲運用「隙地」概念，指稱尚未開發的自然地帶。參見王德權，〈古代中國體

系的摶成─關於許倬雲先生「中國體系網絡分析」的討論〉，頁149、180。 

 
30

  關於河北中部水運網的建立及其影響，參見史念海，〈戰國至唐初太行山東經濟地

區的發展〉，《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2年第3期(北京，1962)，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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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廣平郡與趙國 

  此處趙國是指西漢治於邯鄲的趙國，而後來唐代洺州(廣平郡)的主體

就是西漢廣平郡與趙國合併後的空間格局。東漢廢廣平郡入鉅鹿郡。至曹

魏合併廣平郡與原先的趙國地區，成立擴大的廣平郡，治所選擇位居廣

平、邯鄲二個舊郡治中間點的曲梁。其後西晉再度移治廣平，北魏又還治

曲梁，至此不再變動，成為爾後隋唐洺州州治，屬於穩定延續的治所。在

政區的擴展方面，北魏以後隨著鉅鹿郡的北移，政區邊界逐漸向東延伸，

合併原屬鉅鹿郡的大陸澤以南地區，構成後來隋唐洺州的空間架構。 

3.邢州與南趙郡 

  邢州治所襄國(唐‧龍岡)是五胡、北朝的重要都邑，但作為郡級政區來

說，襄國郡其實並不穩定，甚至北周平齊後設置的襄國郡，治所選擇臨洺

(後屬洺州)而不是襄國，同時在襄國之東另置南和郡。這個過程說明這個地

區整合不易，同一區域內同時存在臨洺、襄國、南和、廣阿等四個政治中

心。 

  隋唐邢州空間格局形成的關鍵，是北魏鉅鹿郡北移後成立的南趙郡，

南趙郡與襄國郡的合併成後來的邢州政區。開皇三年廢郡存州後，曾一度

消失，至開皇十六年重置，大業三年改州為郡，合併附近諸州，成立襄國

郡(即邢州)，以迄於唐。 

4.趙郡與常山郡 

  成立於東漢的趙郡是太行山東麓較特別的政區，一般而言，太行山東

麓政區多位於一個或多個太行山交通孔道的出口處，或其延伸的交通線

上，唯獨趙郡不具備這個條件。趙郡的交通地位是作為南北大道的中間

點，以及向東聯繫河間與信都的樞紐，尤其是後者。這個地理形勢使趙郡

的空間擴張，呈現朝向東部沖積平原發展、治所長期東移的趨勢，北魏更

將郡治東移至 50 公尺等高線以東的平棘，即其反映。其後，趙郡政區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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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向東擴展，隨著鉅鹿郡北移，合併逐漸北縮的鉅鹿郡，即平棘以東的地

帶，形成隋唐時期的趙州政區。 

  漢代常山郡原本是沿著太行山南北狹長的政區，東漢分割常山郡南

部，另置趙郡(非原先的趙國)，而常山郡本身又合併西漢真定國，自此成為

穩定性甚高的政區。常山郡的穩定與其交通軍事位置有關，位居太行八陘

之一的井陘出口，同時北控飛狐陘、蒲陰陘，地勢衝要，向為山西東出或

南下河北的孔道。早年韓信即由此下河北，拊項羽之背，打破楚漢對峙。

北魏前期，此地是平城核心區南下河北的咽喉之地，增置定州，駐屯重

兵，以威山東，到了唐代，定州仍是居高臨下俯控河北平原的軍事要衝。 

5.易州 

  開皇元年增置易州，就地理的角度看，或可視為漢代涿郡 (范陽郡)的

南移，南移的方向是接近太行八陘的飛狐道。漢代范陽與薊縣同為郡治，

但相去不遠，形成某種地理排斥的現象，表現在政區變遷過程裡，就是以

「范陽」為名的城市不斷移動、尋找新城址的有趣現象。易州政區的設置，

治所選擇在英雄城，拉大了與幽州薊縣的距離，才使得這個過程平息。31

兩漢以來的涿郡政區，自此遂一分為二，北部併入幽州，幽州政區獲得擴

大，奠定幽州作為河北北部政治中心的地位。 

  從交通線的角度看，對自西徂東的關隴政權來說，易州的軍事地位不

容忽視，易州地控飛狐道，可東出幽州、南下定州，地勢衝要，這是開皇

元年增置此州的主因。若控制飛狐道出口的易州與井陘道出口的定州，就

宛如一把利刃般深入河北中部，居高臨下且地扼要衝，得以切斷河北北部

與中部的聯繫。這個地理形勢直接影響安史亂後河北藩鎮的格局，唐代置

易定節度使於此，形成以太原節度使為軸心，以易定義武軍為左臂，澤潞

昭義軍為右臂，箝制河朔的戰略格局。這個局勢的形成，是促使河朔藩鎮

由叛唐轉變為跋扈而猶奉唐正朔的關鍵，其根源正在於易、定兩州的戰略

                                                      
 

31
  關於范陽縣的移動，參見王德權，〈從「漢縣」到「唐縣」—三至八世紀河北縣

治體系變動的考察〉，頁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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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要地位。 

(二) 河北中部與東部 

  本區州郡政區變遷受到兩件事的影響：東漢黃河改道，原本隸屬河南

青州刺史、兗州刺史部的地區改隸冀州；另一個是曹魏以後河北中部水運

網的建構，於是以運河為中軸，調整此區的州郡格局與治所。 

1.運河沿線州郡 

(1) 相州東部：陽平郡與清河郡 

  清河郡政區雖有盈縮，但延續性強，屬於穩定型的政區，但其治所卻

頻繁移動，直到北齊時，郡治移居運河線上的漢信成故城 (即隋唐貝州州

治)，始告穩定。清河郡政區的穩定延續與其治所朝向運河線移動，說明中

部水運網對區域中心城市的實質影響。 

  曹魏割魏郡東部置陽平郡，可視為爾後隋唐魏州的來源，析置陽平郡

也是中部水運網影響的結果，因此，郡治選擇在運河線上的館陶。隋唐時

期，魏州州治由館陶向南移動至同在運河線上的貴鄉，除了運河的因素，

貴鄉是向東聯繫濱海地區的陸路樞紐，水陸交通地位皆重要。 

(2) 置廢不常的觀州 

  隋唐德州北部與滄州西部政區變化頻繁，觀州政區時置時廢，追索此

州來歷，大抵與漢代渤海郡的發展有關。曹魏建立河北中部水運網後，渤

海郡的重心逐漸朝向西部運河沿線移動，表現為渤海郡治長期西移的現

象。西漢渤海郡治浮陽，東漢西移南皮，北魏再度移治東光，隋開皇十六

年又移治弓高，移動趨勢是接近運河沿岸。但渤海郡治的西移，使其政治

中心遠離東部濱海地區，北魏遂分渤海郡為二，東部是仍治浮陽的滄水

郡，西部正是後來成為觀州的渤海郡西部地區。但觀州政區的機能與德州

重疊，地位並不穩定，廢置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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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河沿線 

(1) 平原郡(博州) 

  博州起源於北魏分割漢代平原郡南部，北魏由北而南的征服過程，頗

注意黃河北岸的政區建置，黃河沿岸縣治的發展，即表現此一趨勢。32北

魏前期在聊城西北設置平原鎮，當北魏兵鋒越過黃河，以淮水為界與南朝

對峙後，平原鎮已失去作為軍鎮的需要，故改置平原郡，並將治所移至聊

城，以此為起點，逐漸發展成隋唐時期的博州。 

(2) 樂陵郡(棣州) 

  東漢黃河南移，至曹魏開始反映在政區變動上，將原本隸屬青州、兗

州刺史部的部分地區改隸冀部，並於黃河下游增置樂陵國。一般而言，樂

陵郡屬於穩定型的政區，一直延續至隋開皇。隋煬帝大業時期曾基於行政

考量，一度將樂陵郡裁併入滄州，貞觀十七年復置棣州，此後不再變動。

相對於政區的穩定，樂陵郡治卻呈現不穩定的狀態，經歷頻繁的移治，表

現為郡治逐漸向黃河移動的長期趨勢。 

3.平原中部地帶 

(1) 博陵郡與河間郡 

  平原中部地帶是指信都以北、鄚縣以南的廣大內陸地區，即以冀州與

瀛州為中心的地帶。這個區域的政區變化，主要特徵是先後出現若干延續

性低的小型政區，如：冀州信都附近曾先後設置廣川與廣宗二郡、冀瀛二

州間的武邑郡、瀛州附近的章武與高陽二郡。相對於這些穩定度不高、先

後歸於裁併的小型政區，唯獨博陵郡例外，除了大業時期曾短暫裁廢外，

一直持續至唐代，保持長期穩定。33博陵政區首次出現在東漢桓帝時，不

                                                      
 

32
  參見王德權，〈從「漢縣」到「唐縣」—三至八世紀河北縣治體系變動的考察〉，

頁173。 

 
33

  煬帝裁廢博陵郡的理由，史無明文。但歸納煬帝時期調整政區的模式，行政合理性

的考量應係主要考量，煬帝大業三年調整政區，凡轄縣數過少的小州，大抵皆遭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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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即廢。西晉重置，但規模不大，轄縣迄未超過 4 縣。又，相對於博陵郡

政區的穩定延續，其郡治卻頻繁移動，原治安平，至北魏置魯口(虜口)鎮

於此區，將郡治移至此鎮。北齊一度還治安平，開皇十六年州治又選擇饒

陽(魯口鎮)，唐玄宗先天年間，州治南移深澤。由郡治選擇的過程看來，

博陵郡規模不大卻能長期存續，是因為該地位處易、定溝通河北中部的交

通孔道上，其地位隨著河北中部的開發而日益重要。 

  本區另一顯著現象是河間郡治的移動，曹魏建立河北中部水運網後，

深刻影響河北中部的政區構成，導致若干城市(如，渤海郡治)向運河沿線移

動，但河間郡卻是例外，其郡治不但未出現向運河沿線移動的趨勢，更循

著相反的方向，逐漸向內陸北移。推測河間郡治向北移動而未移向運河

線，原因之一是此時渤海郡治正逐漸西移至運河線附近。後來，北魏在此

地增置瀛州，州治選擇在趙都軍城，且與河間郡城分離，即州治不轄郡

治，說明北魏河間郡政區仍著重在軍事與交通控制機能。隋唐時期，河間

郡雖褪去軍事色彩，但仍作為幽州、易定與冀州間的交通樞紐而持續存

在。34
 

四、 軍事化脈絡下州郡治所的選擇 

  州郡治所與縣治同屬行政城巿，其權力位階仍有不同，州郡治所多具

有濃厚的政治軍事職能，縣治則否。州郡治所的延續與否，不是單純的城

市位址選擇，也標誌著地域社會政治重心與統治結構的變化。漢末大亂以

降，以城巿為中心支配廣大農村的帝國體系崩解，五胡、北朝前期，胡族

政權以城巿為軍事支配中心，但不具備例行化統治農村的能力。因此，選

擇合適的位置，設置治所或軍鎮，以達到軍事控制的目的。這個軍事支配

                                                                                                                         
廢，除本文指出的博陵郡外，還包括滄州南部的棣州。參見王德權，〈從「罷郡存

州」到「改州為郡」─隋代河北政區調整個案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第26期(臺北，1998.06)，頁36。 

 
34

  嚴耕望指出河間位居河北中部窪地之較高乾地帶，南北交通唯此一線，參見嚴耕

望，《河東河北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唐代交通圖考》

第5卷，頁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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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對此期州郡治所的選擇有何影響？一般而言，軍事控制多以重要交通

線為主軸而展開，交通位置遂成為選擇州郡治所的首要考量。除了交通因

素外，微觀的地理條件也是選擇治所的因素。關於這一點，魏晉以降州郡

治所首度出現兩漢以來未曾有過的治所分離現象，即州治與郡治分離、郡

治與縣治所分離，州治不設置在所轄郡治，甚至州治本身迄未設置縣治。

前面提到的李潤堡就是一個單純的軍事城堡。基於此，本章擬從「州郡治

所的分離」與「改鎮戌為州郡」兩方面進行考察。 

(一) 州郡治所的分離 

  根據嚴耕望先生的研究，兩漢郡治都設置於某一所轄縣治，未見郡治

本身未置縣之例。35五胡北朝以降，始出現郡治與縣治分離，甚至州治本

身不是郡治、亦非縣治的現象，這個現象至隋初始告消弭。然而，為何

州、郡治不選擇建立在原有的行政城巿，而在郡縣治所以外另覓城址？ 

  根據資料，歸納漢唐間河北地區州郡不同治所的個案，包括：北魏瀛

州、北魏滄州、北周魏州等。郡、縣不同治所之例，則有北魏博陵郡、常

山郡等郡，如下表 1： 

表1：州郡縣治所的分離 

 時期 州城 郡城 縣治 

瀛 州 北魏 
趙軍 

都城 

樂成縣—樂壽亭—

東武垣 
未置縣，開皇三年置河間縣 

滄 州 北魏 饒安 浮陽郡(浮陽) 饒安縣 

博陵郡 北魏  魯口鎮 
未置縣，北齊天保中移饒陽縣

治魯口鎮 

常山郡 北魏  安樂壘 未置縣，北齊置常山縣 

                                                      
 

35
  嚴耕望先生曾專文辨析《漢書‧地理志》郡國首縣為郡國治所的體例，參見嚴耕望，

《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上冊，收入《中國

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頁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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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州 北周 貴鄉 昌樂郡(治昌樂) 貴鄉 

易 州 隋初 故安 黎郡(治故安城) 

漢故安城，北齊天保七年廢

縣，隋初未置縣，開皇十六年

置易縣 

表格來源：作者自繪。 

  州郡不同治所，或州郡雖同治但不帶縣治，頻見於北朝時期，時間的

集中說明其潛在的軍事背景。蓋州郡不同治所，甚至州郡治不轄縣時，州

治本身往往就是一個獨立城堡，凸顯州城在軍事結構上的特殊地位。這種

情況多源自北魏前期以州、鎮軍支配地域社會的脈絡，軍事需求有利治所

分離現象的發生。 

  治所分離現象是否只是偶然的結果？北魏瀛州州治的選擇，提供我們

理解的線索。前面提到北魏前期河北中部群盜紛起，使瀛州州治的選擇過

程頗為曲折。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增置瀛州，治所選擇趙都軍城。同

年，河間郡治也從兩漢治所的樂成縣移治樂壽亭，同年稍後，河間郡治再

度遷移至東武垣縣城。短短一年之中，河間附近增置瀛州州城，且兩度移

動河間郡治，頻繁的建置過程引人注目。如果說瀛州州治的選擇只是出於

單純的交通考量，那麼，位於趙都軍城南方不遠處、其後成為河間郡治的

東武垣城，交通的重要性恐不亞於趙都軍城。再者，此年兩度遷移河間郡

治，卻未移入新置州治的趙都軍城，說明州郡不同治所的現象是有意的選

擇，其背景當求諸於北魏以州軍控御地域社會的權力結構。 

  治所分離也表現為郡縣不同治所而郡治不帶縣的情況，北魏前期的一

個好例子是常山郡治的選擇。東漢常山郡原治真定縣，至北魏道武帝時，

移治滹沱河北岸的安樂壘。《元和郡縣圖志》卷 17「恆州」條載： 

漢高帝……置恆山郡，因恆山為名，後避文帝諱，改曰常山。兩漢

恆山太守皆理於元氏，晉理於真定，即今常山故城是也。後魏道武

帝登恆山郡城，北望安樂壘，嘉其美名，遂移郡理之，即今恆州理

是也，周武帝於此置恆州。36
 

  安樂壘係慕容氏所築，由「壘」這個地名，可知其性質應與軍事城堡

                                                      
 

36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17，「恆州」條，頁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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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加上移治安樂壘後的常山郡治，起初並未置縣，37道武帝選擇安樂

壘為郡治，軍事意圖至為明顯。再者，安樂壘位於滹沱河北岸，雖無資料

說明其理由，若從北魏自北徂南的征服過程觀之，選擇大河北岸為治所，

也有強化軍事控制的意義。38
 

  北魏以平城為核心，東出太行，以州鎮為據點，控御河北平原。因

此，北魏前期的州治寓有濃厚的軍事特質，不是單純的地方行政中心。州

郡不同治所或郡縣不同治所等現象，其意義多側重上層州郡政區對地域社

會的軍事控制效果，這是北朝前期地方控御結構的反映。 

  隋開皇初年增置易州於漢故安故城，但未置縣，這是目前所見河北地

區州縣治所分離的最後一例。故安城原為漢縣，北齊天保中裁廢，迄隋初

仍未置縣。據《隋書‧地理志中》記載，故安原屬范陽郡轄區，開皇初於

易州州治增置黎郡，開皇三年廢郡時裁撤黎郡，易州州治又處於單純的州

治而不置縣的狀態。直到開皇十六年，增設易縣，才改變這個現象。隋代

增置易州有其重要性，蓋此地近飛狐道出口，置州於此，可收控制河北中

北部交通孔道的目的，可見隋初仍通過州治選擇以達成軍事支配的需求。

若將此事置於周隋自西徂東支配河北地域，以及隋前期通過總管府與州收

編地方武力的脈絡，就不難理解其意義。 

  大體上，治所分離是北朝與隋前期的特點，其意義是通過治所的設

置，確保獨立的軍事支配，這是此期軍事化現象下的產物。至隋代完成府

兵地著化，正式收編地方武力後，這類現象始告消失。 

                                                      
 

37
  《嘉慶重修一統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卷28，頁324，記載：「北魏

常山郡移治安樂壘，至北齊又移治真定。隋開皇十六年分真定置常山縣，縣即古安

樂壘。大業初年省入真定。」《嘉慶重修一統志》北齊又移治真定之說，不知從何

而來。譚其驤主編之《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與《嘉慶

重修一統志》相近，將此時期的真定繪製於滹沱河以南。但據嚴耕望考證，唐代恆

州治所真定仍在滹沱河北岸，參見嚴耕望，《河東河北區》，頁1541。又見王仲犖，

《北周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991-994，亦認為北周常山郡治仍在安樂

壘。綜合諸說所引，今從嚴氏之說，自北魏移治安樂壘後，治所仍滹沱河北岸，迄

唐未改。又據《太平寰宇記》，卷61，〈河北道十鎮州〉，「真定縣」條，頁477-478：

「隋開皇三年，縣屬恆州。」至遲在開皇三年廢郡以前，常山郡治即已增設縣治。 

 
38

  關於唐代恆州城址問題，參見李孝聰，〈論唐代後期華北三個區域中心城巿的形

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北京，1992)，頁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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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鎮戍為州郡 

  除了州與州軍支配外，鎮戌也是北魏前期軍事控制地域社會的重要據

點；判斷州郡治所軍事性的另一項指標，正是觀察該治所是否曾經設置軍

鎮。就目前所見資料觀之，北魏在河北地區設置的軍鎮，包括：樂陵鎮、

平原鎮、枋頭鎮、廣阿鎮、魯口鎮等。又，渤海合口雖無軍鎮之名，卻有

軍鎮之實。39這六個軍事性質的城塞，其後陸續改制為郡。其中，樂陵、

平原與枋頭三鎮位居黃河沿線，北魏兵鋒南下，與南朝對峙於黃河沿線，

黃河沿岸關津具有重要軍事地位，故於黃河北岸設置枋頭、平原、樂陵等

三鎮。但當北魏武力進入河南，以淮水與南朝為界後，黃河北岸的軍鎮失

去原本的軍事意義，至孝文帝太和中，遂分別改制為郡。值得注意的是黃

河沿岸軍鎮例行化為一般行政中心時，其位址多有移動。如，平原鎮改制

為平原郡，郡治選擇平原鎮西北方的聊城，推測其因是聊城位於黃河關津

不遠處，同時又得以銜接東西交通的要道。40這個選擇使平原鎮在失去軍

事作用後，轉化為控扼交通要道與重要關津的交通商業據點。汲郡治所的

枋頭城，與平原鎮情況類似。北齊時，郡治向北方陸路大道移動，選擇位

居運河與陸路交通的銜接點的衛縣為治所。唯有樂陵鎮在改制為郡後，未

見選擇新治所，應與其位居交通線的末端有關。 

  至於河北內地的三個軍事據點，北魏前期，置廣阿鎮於大陸澤北部，

原因是大陸澤周邊地區發生丁零、屠各族的群盜反叛事件，故置鎮以靜弭

之。至太和中，前期的群盜事件已漸趨消弭，故改置為南鉅鹿郡，即其後

的南趙郡。至六鎮亂起，六鎮流民在葛榮率領下發動叛亂，北魏選擇廣阿

增置趙州，應取其原本作為軍事據點的作用，以期遏阻流民集團南下相

州。但以區域交通網絡觀之，廣阿偏離主要交通線，其後，該地區的政治

中心遂北移南北大道上的平棘，也是東下河北中部平原的要地。另一個太

                                                      
 

39
  魏收，《魏書》，卷15，〈常山王遵傳〉，頁374-375：「常山王遵及平中山(注：

皇始二年，397)，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校勘記：鎮)勃海之合口。及博陵、

勃海群盜起，遵討平之。」 

 
40

  魏州東經聊城，北至德州，聯繫滄州，係河北平原縱貫陸路之東線，參見嚴耕望，

《河東河北區》，頁1667-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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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山東麓邊緣的軍鎮是魯口鎮，後來成為博陵郡治，北齊時改名饒陽，為

隋與唐前期深州州治。至於渤海合口雖非鎮戍，但因其位於漳水等重要河

流的匯流處，成為北魏前期鎮壓河北東部濱海地區的重要據點，至孝文帝

時遂選擇合口對岸的浮陽，增置滄水郡。 

  除了上述六個地區外，有些地區雖然未設置軍鎮，但由城市名稱觀

察，具有相當程度的軍事性質者，如：瀛州州治趙都軍城。關於趙都軍城

的來歷，已無可考，但自北魏置瀛州於該城後，該城僅為州治，與郡治、

縣治分離。直到開皇三年廢郡存州，始於該城增設河間縣，在此以前一直

維持著獨立州城的特殊型態，其意義實與軍鎮無異。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

常山郡治安樂壘，同樣屬於具明顯軍事控御意義的治所。 

  就上述軍事型城巿的發展觀之，大約在北魏孝文帝前後逐漸改制為州

郡，這是北魏控制區域擴大、控制強化後的結果；同時也意味著北魏前期

以平城為中心的軍事支配，隨著其統治區域擴大，作出適度調整，將軍事

支配權力例行化為日常的政治支配。 

五、 州郡治所的延續與移動 

  漢唐間的歷史過程裡，作為地域控制中心的州郡治所，尤其是兩漢治

所是否仍保持區域政治中心的地位？州郡治所的延續與否，標誌著地域政

治中心的穩定或轉移。自北朝中後期起，朝向農業官僚帝國轉變，同時也

展開政區重整的序幕。隨著華北內部軍事狀態逐漸消弭，州郡治所是否也

相應地發生變化？其次，治所的延續或移動是在地理條件的限制下，配合

其現實意圖而產生的地理選擇，可能只是出於適應地理變遷而作的調整，

也可能出於人為的政治社會考量。本章考察治所遷移，略窺此期國家支配

地域社會的動向。 

(一) 州郡治所的延續 

  漢晉以降，或增州置郡，或調整政區結構，唐代河北政區的空間結構

已異於兩漢。在政區變動的背景下，兩漢時期的地域政治中心是否穩定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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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抑或同遭更迭？又兩漢治所的延續程度，是否表現為河北內部各區域

間的差異？ 

  以唐開元二十九年河北 17州為基準，檢視其治所來源。包括：西漢治

5(信都、浮陽、盧奴、真定、薊縣)、曹魏治 1(曲梁)、北魏治 5(平棘、安德、聊

城、饒陽、河間)、北齊治 1(清河)、北周治 2(安陽、貴鄉)、隋治 1(襄國)、唐

治 2(汲縣、厭次)。即唐代 17 州，其中 11 州的治所來自北魏以後，兩漢治

僅占 30%。換言之，大多數兩漢郡治不復成為地域政治中心，說明其間歷

經大規模的重整，改變了漢晉以來河北政區的空間結構。 

  關於兩漢治所的延續，兩漢時期郡國轄境遼闊，除了郡治外，多另設

都尉治所，以平衡政區空間過大、鞭長莫及的困難。嚴耕望先生曾指出：

西漢都尉治後來多發展成為新郡治。41若以西晉為斷限，確如嚴先生所

言，若干魏晉郡治源自兩漢都尉治，包括：南行唐、下曲陽、安平、樂陵

皆是。但若將時間斷限向下延伸至隋唐，無論是兩漢州郡治、還是都尉

治，同樣表現出斷裂的狀態，大多數兩漢州郡治所未能延續至隋唐，即使

都尉治所一度成為郡治者，至隋唐時期，也全部退出行政城巿的行列。 

  就地理分布觀察，獲得延續的兩漢郡治，集中在太行山東麓政區中北

部(真定、盧奴、薊縣)、河北中部(信都)與東部(浮陽)一帶；向為河北首善之

區的太行山東麓中段與南段，兩漢舊治竟無一獲存。這個現象不是偶然，

相同的傾向也發生在縣治的延續上。42郡治、縣治兩方面，都顯示開發較

早、經濟最繁盛的太行山東麓南段，兩漢治所的延續度偏低，應如何理解

這個現象？若參照兩漢州郡治所退出行政城巿的過程，略可推知一二。截

至北魏末大亂為止，河北州郡治所裡，定、相二州屬新置，冀州為漢舊

治，多數郡級政區仍為漢代舊治，北魏增置的新郡數量不多。可見北魏時

期州、郡治所仍以兩漢舊治為主，與縣治情況類似。其後，北齊大規模調

整政區，河北裁撤大量的縣，但州郡變化不大。因此，北齊州郡治所的構

成，兩漢舊治猶獲存續。兩漢舊治快速退出地域政治舞臺，是周隋征服齊

                                                      
 

41
  參見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冊，頁5。 

 
42

  太行山東麓地區的中、南段，漢縣獲存率偏低，參見王德權，〈從「漢縣」到「唐

縣」—三至八世紀河北縣治體系變動的考察〉，頁169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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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後調整政區的結果。周隋政權以國家權力為中心，徹底改變漢晉以來傳

統政區、重新塑造地域權力結構。其次，至唐獲存的兩漢治所，多分布在

河北北部與中部，從側面反映隋唐國家權力控制從核心向周邊擴散的現

象。 

  追溯唐代河北州(郡 )治所的歷史來源，北魏新置郡治且獲延續者有

五，多分布在黃河沿岸(安德、聊城)與河北中部(河間、饒陽)，此一分布與北

魏縣治體系的空間變化大抵一致，43顯示北魏國家權力在上述地區的實質

進展。北齊文宣帝大舉裁併政區，但州郡部分幾乎因循北魏未改。44北齊

州郡政區雖無明顯改變，但縣是州郡政區的基礎，北齊大幅裁併縣級政

區，為後來周隋政區重整掃除了障礙。北周平齊，遂得以在北齊廢縣的基

礎上析州置郡，割裂漢魏傳統政區，尤其是魏晉以降常為霸府的相州(鄴

城)。隋承北周，廢郡存州，一舉撤除所有郡級政區。 

  據上所述，隋唐太行山東麓中、南部的州郡治所，與兩漢、北魏治所

的關係不大，此一區域新治所的出現，是周隋關隴集團征服河北後，以割

裂相州政區為起點由上而下調整的結果。因此，漢代郡治不是「逐漸」退

出歷史舞臺，而是在北朝末年急速消失。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何至周隋始

展開此類調整？周隋平齊後的政區制置，政治控制優先於行政合理性，這

種傾向至開皇三年廢郡存州達到頂點。但一個合理的制度或組織安排，不

能完全出於權力控制的考量，而須兼顧行政合理性的需求。開皇三年廢郡

存州，固然在權力控制方面獲得進展，但彼時稀疏的政區結構，未盡符合

社會實態，甚至不利於國家通過政區汲取資源、維護秩序的目的，這是開

皇六年以後，一方面強化戶籍管理，一方面又展開增州置縣的背景。 

                                                      
 

43
  參見王德權，〈從「漢縣」到「唐縣」—三至八世紀河北縣治體系變動的考察〉，

頁172。 

 
44

  東魏北齊轄有58州315郡974縣，天保七年裁併3州153郡589縣，據王仲犖《北周地理

志》歸納北齊廢縣數分布：河北91縣、河南174縣、河東28縣，計293縣，此數尚不

及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589縣的半數，此一差距主要來自河

南、淮南兩道，河北地區的誤差值並不大。在州郡部分，計裁廢3州以及林慮、北

廣平、廣宗、頓邱、武邑等5郡，除武邑郡外，所裁撤者皆為北魏末動亂期間析置

的新州郡，並未觸及沿襲久遠的漢魏舊郡。詳見王德權，〈「廢郡存州」的再檢討〉，

頁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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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隋平齊後的政區調整，是政治力壓過行政考量的結果。至於為何表

現為以兩漢舊郡為中心的裁併？一個可能解釋是兩漢舊郡與漢地社會勢力

(即士族)關係密切，士族以其地域社會的實力基礎，得以附著在「郡」這個

傳統政治空間與行政機制上，即「鄉官」。因此，兩漢舊郡與治所的存續，

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周隋調整其統治政策的指標，開皇年間廢郡存州、廢

鄉官，大抵是這個脈絡下的產物。45
 

(二) 州郡治所的移動 

  一般而言，州郡治所的調整，可在建立新政區之際選擇新治所，也可

在不改變轄區的前提下，以局部調整的方式選擇治所，一如本文開頭所舉

仙州之例。因此，州郡治所的選擇包括：新析置州郡、合併政區後的治所

選擇、未涉及轄區變動時的治所移動等。其中，新置州郡的治所選擇與轄

區未變動時的治所移動兩類，情況較單純，前者在新析置的政區中選擇一

地為治所，後者在轄區未發生變動時，將治所遷移至轄區內的另一個位

址。較複雜的情況多出現在兩個或兩個以上政區合併後的治所選擇，此時

治所來源，或者是原先的兩個治所之一，或者另擇第三地，設置新治所，

不一而足。由於文獻多未明言治所的直接來源，表面上是政區合併，其實

包括治所的移動，如，東漢廣平郡合併趙國政區後，選擇位居原廣平郡治

(廣平)、趙國治所(邯鄲)中間位置的曲梁，建立新郡治。 

  延續至唐的早期州郡政區，其治所多經歷移動的過程，即使在轄區未

有大幅變動時，區域政治中心在新的政治形勢下面臨調整的需要。茲歸納

治所移動的史料，如下表 2： 

                                                      
 

45
  周隋裁併兩漢舊郡的過程裡，最具關鍵作用的措施是隋文帝「廢郡存州」，將地域

社會的軍事控制向上集中到州，州的性質具有較濃厚的中央性，加上在府兵制走向

地著化，轉變為後期府兵制時，州的兵權集中有其必要性，而總管府則是控制此兵

權集中的重要關鍵。嚴耕望先生指出未見總管府轄下的州刺史能違反總管而行動

者，參見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冊，頁529-534。關於州、郡性質

及其與周隋政局變遷的關聯，參見王德權，〈「廢郡存州」的再檢討〉，頁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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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州郡治所的移動 

州郡 原治所 移動情況 

西 漢 趙 國 邯鄲 東漢移治曲梁 

西 漢 冀 州 信都 曹魏移治鄴縣，後移治信都 

西 漢 平 原 郡 

(北魏安德郡) 
平原 北魏移治安德 

西 漢 鉅 鹿 郡 鉅鹿 北魏北移癭陶，再移下曲陽 

西 漢 常 山 郡 元氏 東漢移治真定，北魏移治安樂壘 

西 漢 河 間 郡 樂成 北魏太和十一年北移樂壽亭，同年，再移東武垣故城 

東 漢 廣 平 郡 廣平 曹魏移治曲梁，西晉移廣平，北魏再移曲梁 

東 漢 趙 郡 房子 北魏移治平棘 

西 晉 武 邑 郡 武邑 北魏移治武強，後廢 

西 漢 清 河 郡 清陽 北魏移治厝城，北齊移信成故城 

西 漢 魏 郡 鄴縣 即北魏相州，北周末移治安陽 

西 漢 渤 海 郡 浮陽 東漢移治南皮，北魏移治東光，開皇十六年移治弓高 

北 魏 瀛 州 饒安 開皇三年廢郡，移治浮陽 

北 周 襄 國 郡 易陽 北齊治易陽(臨洺)，隋移治襄國 

東 漢 博 陵 郡 安平 石趙至北魏治魯口鎮，北齊移治安平，唐開元移治深澤 

曹 魏 樂 陵 國 樂陵 晉移馬嶺城，北魏移樂陵，隋移陽信，唐移厭次 

表格來源：作者自繪。 

  根據上表，州郡治所的移動自漢魏起即有其例，但以遷移次數來說，

多出現在北魏以後。北魏雖延續漢魏以來的政區空間，未進行大規模調

整，但通過治所的頻繁遷移，仍得以在一定程度內達成強化控制的目的。

再者，北魏移置的新治所，後來頗具延續性，如：安德、安樂壘(唐代真

定)、平棘，都成為隋唐時期穩定的地域政治中心。至於周隋時期的政區調

整，以增州置郡的方式為主，在新成立的政區重新選擇治所，遷移治所不

是此期重點。到了唐代，河北政區的空間結構已趨穩定，在不改變政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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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移動治所成為唐代調整政區結構的主要形式。 

  就遷移治所的個案來說，州郡治所的選擇，與其地理、交通位置關係

密切，太行山東麓政區治所，優先選擇南北大道，尤其是同時向西銜接跨

越太行山區的交通孔道之地，其次是向東聯繫河北中部平原的要衝。太行

山東麓政區的治所選擇，受此交通網絡的影響，全數位居南北大道上，且

多位居向西聯繫太行山孔道的出口附近，包括：漢北魏以來的鄴都、定

州、邢州、洺州、易州、幽州等。就此而言，趙州的情況頗為特殊，趙州

轄境不存在跨越太行山區的孔道，故區域政治中心的選擇，表現出與其他

政區治所不同的趨勢，而是向東移動至低平平原的邊緣，東向聯絡河北中

部平原。另一個與趙州相似的政區是深州(博陵郡)，該州位居定州向東進

入河北中部河間以及南下信都的要道上，尤其是自西徂東控御河北中部平

原時，深州的交通地位頗為重要。北魏前期曾於此地置魯口鎮，以控制河

間(後來的瀛州)與冀州政區，其後改為郡治。此外，魏州附近的政治中心從

館陶移向貴鄉，二地都位居運河線上，推測其因是貴鄉的位置，有利於與

正在發展的東部濱海地區之聯繫，由貴鄉東至聊城，經安德，北上滄州，

成為河北平原南北陸路交通的東線。 

  北朝以降州郡治所移動頻仍，地理形貌的改變緩慢，交通線的轉移亦

不頻繁，尤其是太行山東麓南北大道，穩定性很高。因此，地理與交通因

素對治所選擇或許有影響，但無法解釋為何在某些時期出現較集中的治所

移動。北朝以降治所的頻繁移動，不完全出自地理或交通的適應，而須從

人為的因素，也就是政治權力的空間整合，尋求合理的解釋。 

六、 結論 

  譚其驤先生〈浙江各地區的開發過程與省界、地區界的形成〉一文，46

根據「置縣來歷」與「地理脈絡」兩項指標，指出浙江政區由點至面的拓

展過程，勾勒出政區變遷背後人群與地域社會的擴散。然而，浙江政區的

                                                      
 

46
  譚其驤，〈浙江各地區的開發過程與省界、地區界的形成〉，《歷史地理研究》(上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第1輯，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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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過程，是否適用在其他地區？若以「地理邊界」、「社會邊界」、「政

治邊界」三個概念為指標，檢視塑造河北政區空間格局的動力，和浙江這

類南方型政區顯有差異。導致此差異的背景來自兩方面：地理環境以及歷

史過程。太行山麓以東一馬平川的大平原上，缺乏明顯的地理邊界，不足

以阻止人群的空間移動，不易形成明確可辨識的社會邊界。相對地，南方

型政區多是相對封閉的丘陵、河谷地形，人群沿著河川谷地向下游(或上

游)拓展，隨著地域社會裡人群的擴散，衍置政區。因此，浙江地區的地理

邊界、社會邊界與政治邊界多有重合的現象。再者，以政治力控御地域社

會，是漢唐間塑造政治空間的重要動力。漢唐間的河北，歷經漢民族與北

方諸民族間的衝突、融合，各民族不斷憑藉武力，頻繁遷移人群。北魏中

期以降，人群流動漸趨緩和，加上均田法的實施，此區進入穩定開發的狀

態。受到此期國家組織與結構重整的影響，國家權力逐步介入地域社會，

同時展開政治空間的重塑。六鎮之亂中斷了這個進程，直到周隋統一華

北，展開大規模的空間規制。周隋調整政區，其幅度之大，徹底改變了漢

代以來傳統政區的空間格局。從上述脈絡看，唐代河北政區的形成是周隋

國家權力切割空間的結果，但這種切割不是任意的，而是在一定的地理與

社會脈絡下進行的。回到本文開頭引用的吉登斯論點，古代中國政區與城

巿體系的特質，呈現出「政治優先於經濟」、國家整合地域社會的過程，

這是古代中國城巿體系的獨特表現。 

  北朝後期開始，隨著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以軍事優勢為基礎的核心集

團，嘗試通過政治與經濟的調整，將地域社會納入政治體系的掌握，經過

一連串的制度與組織變遷，如，三長制、均田制等，逐漸擴大國家對地域

社會的控制。北魏中期開始，政區與治所展開長期調整的趨勢。此後以迄

隋唐，其間依稀可見一個不變的主軸，即國家通過對地域社會的整編，深

化其控制。此期政區安排與治所選擇，一定程度上是以這個目標進行由上

而下的調整。在這個過程裡，早先基於軍事目的而存在的要塞型城巿，因

軍事化程度逐漸降低，面臨調整的需要。一部分要塞型城巿仍能憑藉其地

理與經濟流通的位置，成功轉型為行政城巿；另一部分要塞型城巿則逐步

退出歷史舞臺。上述轉變始於北魏孝文帝改鎮為州(或郡)，中經北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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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至周隋平定山東後展開大規模制置，不斷在政治空間結構上進行點和

面的重新組合。至隋煬帝大業時期，河北地區的政治空間結構，除了仍處

於開發狀態的東部濱海與北部幽州地區外，大抵已建立穩定的政治空間體

系，唐承隋，河北道的行政城巿網絡大體底定。以河北地區來說，隋及唐

前期奠定的行政城巿網絡，成為容納唐宋間地域社會經濟拓展的空間架

構。 

  漢唐間「核心—四方」國家型態下，核心地域集團著眼於對地域社會

的軍事與政治監控，根據各地經濟與社會結構，調整行政區劃，目的不在

反映地域社會的需求或建立合理的社會邊界。漢唐間政區劃分與治所選

擇，是由上而下抽調資源、監控社會，以期維持有效的控制與秩序。這種

「以國經野」形式的政區建構，前提是立足於核心集團實力的國家。中唐以

降，隨著經濟結構的變遷與社會分工的擴大，社會日趨複雜，一方面是生

產力結構變遷下，草巿、巿鎮等農村交換巿場的形成，另一方面是在社會

交換擴大，逐級而上形成中大型地域中心城巿，開始為原本的行政與政治

城巿體系，加入濃厚的商業色彩，一定程度上，為這個傳統結構帶來了改

變的契機。47
 

七、 附錄 

  以下是漢唐間河北地區的地圖，援用自譚其驤先生主編《中國歷史地

圖集》，依序為：西漢、東漢、西晉、北魏、隋、唐，共六幅。 

                                                      
 

47
  關於中唐以降華北城巿體系的變化，尤其是中大型地域中心城巿的出現，李孝聰從

歷史地理的角度進行考察。參見李孝聰，〈論唐代後期華北三個區域中心城市的形

成〉，頁55-65。關於唐宋以降城巿體系的變化，日本學者斯波義信甚至使用「城巿

革命」一詞形容之，參見斯波義信，〈都市化の社会経済環境〉，頁179-188。斯波

此說或許略嫌誇大，但足以反映唐宋間城巿性質的顯著轉變。如，宋代區分城巿與

農村，採取「鄉村戶」、「坊郭戶」不同的戶等編組方式，亦足以說明國家支配體

系中城巿角色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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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河北西漢 

資料來源：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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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河北東漢 

資料來源：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頁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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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河北西晉 

資料來源：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頁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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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河北北魏 

資料來源：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頁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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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河北隋代 

資料來源：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頁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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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河北唐代 

資料來源：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頁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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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oice of the Loca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between 

the Han and Tang Eras: the Case of the Hebei Area 

Wang, Te-chu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rom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Wei (386-534) perio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gan to adjust the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prefectural governments. The trend show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imed at a tightening control over loc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adjustment,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areas lost their importance. But 

some military spots, if still controlling a key-position, changed their 

administrative meaning and became administrative centers. 

 Such change started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period, when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underwent a great transformation. Hebei was a less 

developed area and showed a significant military character. The above 

mentioned reorganizing process can be clearly seen there.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location of prefectures, military 

township, milit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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